
日本侵华既定战略进攻方向考察

徐　勇

　　海峡两岸所讨论的侵华战争初期日军进攻方向,实指日军在

战略进攻阶段,如何通向其进攻顶点,即攻占武汉的基本路线。过

去在讨论中, 忽略对日本战略方向意图的考察, 本文拟综合考察其

历年计划方案,缕析其基本线索。

一

　　武汉素称“九州通衢”,为我国中部水陆交通枢纽和最发达工

商业城市。控制了武汉, 即意味着控制了中国大陆腹心要地。武汉

所具的特殊战略价值, 早就引起了日本战略家的高度重视。1887

年 2月,日本参谋本部要员小川又次大佐炮制《清国征讨方略》,要

求在对华全面战争中, 派出一支战略大军协同海军, 利用长江通道

攻占武汉并设立战略集团司令部,以达到“据长江”的“持久之计”。

这大概是日军统帅部最早的最为完整一份攻占武汉方案。�

　　其后日本以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,将此战略构想付诸实施。19

世纪末,日本沿长江上溯,掠得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等多处利权。

1905年 8月,日本内阁会议决定: “确实扶植帝国在汉口方面之利

权,并对清国将来之发展作好准备。”�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,

日本乘机向武汉地区派驻军舰和地面部队,于同年底组成“中清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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遣军”(后称驻汉口守备队) ,首任司令官是尾野实信少将, 下属司

令部一个,步兵 2—3个大队,另附机关枪队等。该部队成为插入�

中国中部腹心地区的一柄匕首。

　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 日本侵入山东地区, 提出了旨在全面控

制中国的“廿一条”,作战问题随之纳入陆军计划日程。1918年,日

本对 1907年制定的《国防方针》作了第一次修改,在原定攻势国防

方针的基础上,要求作好对多国同时作战与持久作战的准备, 同时

还修订了《用兵纲领》和年度作战计划等方案,提出了大规模侵华

作战构想,其要点是:

　　待时机成熟,要从近海四个方向进攻中国:第一是满蒙地区,

中心范围在满洲南部;第二是华北地区,范围包括平、津以及从青

岛到济南的山东半岛; 第三是华东地区,包括长江三角洲及杭州湾

等地;第四是福建以南地区。也就是这次修改, 规定要进攻中国腹

心要地武汉, 办法是以海、陆军部队与汉口的守备队相互呼应,“沿

长江逐次跃进”攻占汉口。�

　　5年后,日本的《国防方针》又作了第二次修改。这次修改过的

《国防方针》, 明确对汉口的进攻方向:“以(华北)军沿京汉线南下,

与沿扬子江西进的(华东)军相互策应,在汉口附近作战。” 

　　华盛顿会议后,日本在东方的扩张势头受到一定遏制, 1922

年 5月日本被迫将驻汉口守备队撤编。但它仍然十分重视武汉的

战略地位。1925年日本组成大型军事调查团, 乘军舰对自上海至

武汉的长江各要点进行了大规模侦察,调查团由参谋本部作战课

长火田俊六大佐为团长,成员包括海陆军各分营作战、情报、要塞、船

舶等方面官员,活动时间长达一个月。正是这位火田俊六, 13年后官

升大将,出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,直接指挥了进攻武汉之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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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这次大型侦察活动基础上, 日本制定了 1926年度作战计

划。该计划规定中国为首要作战对象,对华作战使用16个师团,约

为总兵力 50% ;进攻方向分东北、华北、华东与福建等 4个方面。

其中对武汉的进攻明确规定从华东上海开始,作战部队统属上海

方面的战略集团, 兵力暂定以 1个军 3个师团为骨干。� 该计划是

20年代日本最重要的一份策案,为后来历年计划案的蓝本。

　　1931 年九一八事变至 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之前,日本对关

内地区各作战方向规定最为详尽的方案是 1935年度作战计划。该

计划对于长江一线的作战同样十分重视,强调“不仅对于上海,还

有南京、汉口、长沙、重庆等处亦需派出舰艇。对该方向之用兵作战

应特别予以关注”。其步骤是:陆军第九军(以 3个师团为骨干)在

海军协同之下,在扬子江下游地区登陆,占领上海及其附近地区,

其后“根据情况令华北方面军沿京汉线南下与之呼应,沿长江对汉

口作战”。�

　　通过对上述各时期日本作战方案的综合考察,可以得出关于

日本对武汉进攻方向的结论如下: 武汉是日军对华作战构想中的

进攻远点,长江为其深入并分割大陆内地的基本通道,溯长江西进

武汉为日军既定的战略主攻方向。日本确定了上述以武汉为控制

中国的“大局要冲”的战略。由此看来,何应钦、蒋纬国等国民政府

要员所论证的日本“原订由北向南之战略”即其“进攻轴线”并不存

在,而大多数台湾学者所赞同或沿用的说法:“就原定计划而言,

(日本)决不能将其兵力用在长江流域⋯⋯”,更悖离了史实。

　　那么,日本为什么会确定溯江西上以攻取“大局要冲”武汉的

战略呢?这是由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地理环境等条件决定的。日

本本土及其殖民地,大体沿西太平洋岛链构成北南带状态势。与此

相对应,其进攻目标分布于东北、华北、华东及华南等中国各地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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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日本的侵华作战必须跨海西进,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的战略

进攻方向。

　　跨海西进,由水路入侵中国腹地,从交通方式和海军力量的对

比看,都能较大地发挥日本的军事优势。中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

的半封建农业国,日本是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海洋国家。自

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, 中国海上力量一蹶不振, 完全失去了制海

权,包括长江三角洲等滨海防线,直接裸露在日本军舰炮口之下。

日军侵入中国大陆之后,同样重视发挥水路作战优势。从水陆运输

成本方面比较,水上运输运力大而成本低, 除了没有水道的地区之

外,尽可能利用水路并借助水上力量作战, 对日本来说是合乎逻辑

的选择。以华北战场为例, 1937年 9月,日本曾部署在该地区进行

大规模的“主作战”,中心目标指向石家庄等地。主攻以第一军3个

师团沿平汉线南下, 另以第二军所属 2个师团沿子牙河与滏阳河

溯流而上,指向石家庄南部地区。据日军战史统计, 子牙河上日本

运输船只最多时达 1345只。� 众所周知,华北地区平坦开阔, 河流

较少,不利于大规模航运而有利于地面机械化部队运行。人们意想

不到的是,日本在这样的地区竟充分有效地利用了滩多水浅的普

通河道子牙河,日军对水道的重视及其技术力量的娴熟强大, 这是

一个明证!

　　在武汉和长江方向作战问题上,人们注意到了日军的机械化

部队可以通行于平原陆地而会受阻于水道,却忽略其拥有军舰、摩

托艇等水面先进装备和利用水道的长处。现代军事力量应包括陆、

海、空多个层次, 把眼界拘束于陆界之内, 这自然要对沿平汉线南

下与溯长江西进的战略价值作出错误评估。请看这几种说法:

　　首先,以何应钦的说法为代表:“日军将其原可由北平南下汉

口最有利的作战线,改采由上海西向汉口最不利的作战线。”� 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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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的最有利与最不利的比较,完全忽略了日本作为海洋强国的基

本优势。

　　其次,蒋纬国及其他论者强调:日本若自北向南进攻武汉,“则

将使我位于平汉和粤汉铁路以东之主力,与后方基地隔离,陷反正

面和背海作战之极不利态势”。� 此论值得商榷:“背水”或“背海”

概念, 从战术角度而言, 应有一定的距离限制,自武汉无论以东或

是以南至海, 均有上千公里大陆,地域如此宽大,不乏回旋余地,还

能称之为“背”么?古来“背水”之说,例如韩信“背水”作战是在河边

列阵。倘所“背”之所漫无边界, 那么中国在华北抗战,不也可以说

是日军逼中国“背”渤海或黄河之水作战么?

　　再有论者引征古代游牧民族南下战例,证明日军机械化部队

沿平汉线南下为最佳选择。此例实不足取,游牧民族或居塞北,或

处关外,有力量时拥骑南征,当以自北而南为必然方向。而日本是

东方岛国,不跨海西向,怎能把主要力量挪到中国北边来呢? 日本

固然是攻占了中国东北,可用东北为南进战略基地, 但东北毕竟不

是日本本土, 东北既可为日本所利用,亦可对其牵制。日本屯驻东

北的关东军, 兵力只增无减,始终是其海外最大的战略集团之一,

这种屯驻本身就是被牵制的表现。至于日军要征服人口密度更大,

抗战力量更强的华北, 以其作为战略基地, 又谈何容易。

　　通观 15年侵华战争全程, 日本先后占领中国近海的东北、华

北、华东及华南等近海战略地区,乃以其海上力量作为后盾;而其

深入大陆武汉地区,则以长江干流为依托。与此对照,日本对大陆

南北交通干线的进攻与控制,相形见绌。1944年为挽救面临崩溃

的战争全局, 日本曾拼凑全力进行大陆交通线作战, 一度贯穿了平

汉、粤汉等线,但得而复失, 该线仍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。故日本

的侵华战略, 概言之就是江海战略,以其水上力量联络或支撑其各

个战场;而中国则利用复杂而广阔的陆地进行持久周旋。江海战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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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大陆战略的对抗,正是日中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特点之一, 也是

日军制定溯长江攻武汉战略的必然性所在。

二

　　跨海西进,沿长江攻打武汉,是日本的既定战略。但日本的全

面攻势发动之后, 却迟迟未能实施对于武汉的既定攻势。其凶锋首

指华北,继向上海,再攻徐州。于是日本总体上的跨海西进,与为逐

次达成作战目标而忽北忽南的战役方向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在关

内大陆战场上扑朔迷离的多向的作战行动。但这并不说明日本放

弃了既定战略。这种受其形势判断和作战目标以及速决企图所制

约的战役性的方向变化,不能与总体的战略进攻方向混为一谈。

　　日本侵华战争的最高目的是征服中国。但它严重低估中国的

抗战意识和能力,认为只要“对中国予一击,就能打开局面”� , 甚

至认为只需要三个月时间就可以征服中国。基于这种错误判断,日

军当局企求速战速胜, 幻想不用付出太大代价就能获得最后胜利,

这直接影响到日军进攻方向等重大战略问题的抉择。华北方面军

在七七事变后曾提出所谓“双重目标战略”, 要求将战争重心放在

华北, 首先打击第二十九军,继而打击北上的中央军主力, 企图在

1938年初实现迫中国政府投降的目的。驻上海舰队司令官长谷川

清则提出“单一目标”战略, 要求“欲制中国之死命,以制上海、南京

为最要”� ,即要求集中兵力于华东中国的政治经济心脏地区一战

而胜。

　　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实际推行的为陆军方案。1937年 7月底,

击败第二十九军,攻占北平天津两大要地后,日军在华北全面展

开,实施在河北中部地区对中国军队“决战”。但战局未按日军愿望

发展,中国举国奋战,华北、华东各地的战争形势,迫使日军数度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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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其作战计划。首先, 日军集中主力,编组华北方面军进行的华北

作战,其战略任务规定为:除确保已占领的平津地区,还要“以挫败

敌之战斗意志,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,迅速击灭河北中部之

敌”。� 9月 2日,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“华北事变”改称“中国事

变”。总之,日军统帅部最初的考虑是“以华北为重点”,“准备在 10

月底前后积极地将事变加以解决”。�

　　但战局的发展打破了日军上述愿望。八一三事变后, 中国调更

多的主力部队投入沪战,予日军以重创。9月, 日军在该方向伤亡

为华北方向的二倍,日军惊呼该方向陷入“苦战”,要求尽快“打开

上海方面的悲惨战况”。 

　　日军统帅部于 10月 12日决定将“主作战”从华北转至上海方

面,编成华中方面军,规定其任务: “应与海军协力,以顿挫敌之战

争意志,取得结束战争局势之契机为目的, 扫灭上海附近之敌。”!

由华东日军接替了原拟在华北实现的结束战争的战略任务。

　　在上海、南京战败后,中国政府仍然坚持抗战,而华东、华北日

军为扩张战果曾进入山东, 于 1938年 3月在台儿庄作战失败。日

本针对集结于徐州方面的大量中国军队,调集 7个师团, 企图在徐

州来一次“准决战”, 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, 使中国丧失抵抗力

量。按日军的形势判断,中国政府没有投降,可能是所受打击不够,

只是“末梢出血”, 于是决定再刺“心脏”, 并认为“心脏”就在徐州。

而徐州作战结果更使日军严重失望。

　　至此,日军企求速决而忽北忽南,狼奔豕突,但耗时一年, 终于

发现速胜企图完全破灭,战争遥遥无期,不得不重新思考占领武汉

的既定战略目标。既然日本早已把攻占武汉作为战略远点,为什么

没有从一开始就直接进攻武汉呢? 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在速决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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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针指导下, 企图尽快抓住中国军队主力决战, 一举摧毁中国抗战

意志与力量,“河北决战”、“徐州准决战”,都包含了日军的这种企

图。这种军事上的投机未能成功,日本只能又回到既定的战略进攻

方向上来,武汉作战就成了关键。6月,近卫首相智囊团“昭和研究

会”炮制了《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》,强调:“攻下汉口是绝

对必要的⋯⋯对于国民政府来说,就意味着丧失了湖南、湖北的粮

仓地带和中国内地唯一的大经济中心,不但会造成该政府自给的

困难, 并且会减弱现在唯一的大量武器的输入通道——粤汉路的

军事、经济价值。这样一来, 即使该政府逃到四川或云南, 以保持余

命,但在这种山岳地带,也无法发挥比一个地方政权更大的作用了

吧。”� 6月 18日召开的御前会议在决定本年实施武汉之战。6月

24 日召开的五相会议强调: “应将国力集中指向于直接解决中国

事变,以大致在本年内达成战争目的为前提。”当然, 鉴于一年来的

作战体会,日方对此并不乐观。素称强硬派的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强

调,武汉之战对于全局获胜是“唯一的同时不妨说是最后的机会

了”。�

　　按日军统帅部命令,华北方面军只以部分兵力进攻郑州作为

战略配合,整个对武汉行动由华中(东)派遣军担任。6月 18日统

帅部明令:“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于杨子江及淮河正面,逐次占领前

方地区为尔后作战作好准备。” 8月 22日,日军按既定方向实施

作战。华中(东)派遣军分北、南两路向西攻击前进。北路由华中派

遣军第二军所属 4个师团又 1个重炮兵旅团等部,沿淮河向西进

击,其任务是突破大别山防线进攻平汉线信阳等地, 尔后南下进攻

武汉; 南路由派遣军第十一军共 5个师团又 1个重炮兵旅团及相

当于小型师团的波田重一中将所率台湾军支队, 沿长江西进直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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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;派遣军直辖第十五、第十七、第十八、第二十二及第一一六师

团与航空兵团等部也曾部署或直接投入长江方向作战。沿淮河方

向前进的第二军的集结线和补给线共有 3条:一是由津浦线经蚌

埠南下庐州(合肥) ,二是经由海路进长江在安庆登陆北上,三是在

浦口登陆向西北进击。� 就是说, 北路集团第二军, 也需要部分甚

至大部地以长江为依托。

　　通过对上述实战考察, 可以发现: 沿长江西进武汉, 既是日本

多年的计划方案, 更是实战的事实。有的论者认为, 日本攻占南京

之后北上徐州, 徐州战后再攻武汉, 那么对武汉的进攻方向即为

“南下”方式, 并藉以论证国民政府的应战方略。这种论述过多强调

了徐州同武汉之间的北南方位,而没有具体分析日军进攻武汉的

实战路线,是值得商榷的。

　　或问,难道日本方面完全没有提出过以沿平汉线南下为主攻

方向的建议吗?这种建议当然是有的,但多提出于南京之战与武汉

会战之间。例如华北方面军曾主动请战于“攻略汉口”,“沿京汉线

牵制中国军队并南下”。� 当时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桥本群也

回忆说:“作为汉口作战方法有沿京汉线南下和沿扬子江溯江而上

两种办法。” 但南下方案终因其“不利”而未被采用,因为华北占

领区本身“治安混乱”, 华北日军集团只能以一部攻击郑州,“以佯

动牵制敌军”。!可知, 由华北南下之计虽曾提出过, 但它未能取代

自 20年代以来多个方案所确认的溯长江西上方案, 或因实际情况

未能施行。

　　日本战史申述得十分清楚:“唯有制霸长江, 才是攻略汉口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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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径。”� 由进攻上海而进入长江,由用兵长江而夺取武汉,由夺取

武汉而控制中国腹地, 最后争取战争胜利, 为日本侵华战略的基本

思路。

三

　　既然溯长江西上武汉为日本既定战略,沿平汉线南下案实际

上是不成立的,当然也就谈不上改变日军作战方向问题。不过,笔

者认为,不管日军有无南下案,中国一方都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分

析日军的进攻方向, 以采取相应对策, 因此,关于中国国民政府是

否转移日军进攻方向的讨论,对于深入认识中国国民政府的应战

方略,还是有意义的。

　　揆诸史实,蒋介石固然担心并分析过日本的南下方案,但更多

的证据显示, 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基本判断是, 日本将以上海南京

和长江为主攻方向,并作出了相应的防御部署。

　　1934 年蒋介石所发表论证中日关系的重要文章《敌乎? 友

乎?》,已经估计到日本将“能占领中国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与重要

的海港”。� 1935年国民政府明确以大西南为抗战基地:“对倭应以

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,以洛阳、襄樊、荆宜、常德为

最后之线,而以川黔陕三省为中心,甘滇为后方。” 当年划出三道

防卫区域, 1936年划出四大战区, 规定全国预定战场有北正面、晋

绥侧面、东正面南海岸及警备区等几个方面。东正面以江苏区所属

京沪阵地及浙江区沪杭阵地为主防卫阵地。1937年上半年,江苏、

浙江、山东等各区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,其中又以京沪杭地区

的吴福线、锡澄线等国防工事规模最大,质量较好。武汉外围国防

工事自 1935年夏动工,北起武胜关, 南到城陵矶,东至长江北岸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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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镇,断续建设近二年。对长江要塞江阴、镇江、南京、安庆、马当、

九江、田家镇及武汉等处工事进行了整建, 有的还装置了从德国进

口的要塞重炮。可见,京沪杭地区及长江一线为国防工事建设的重

点。

　　配合上述军事部署,国民政府在经济布局方面也有相应的安

排。1935年国民党“五大”通过《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

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》,指出: “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际,沿

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。”� 同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拟定三年

重工业建设计划, 于 1936、1937年两年度分别拨款 1000万元、

2000万元作为重工业建设费用,先后设立中央钢铁厂以及四川油

矿等大型厂矿二十余家,均分布予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云南、四川与

青海等内地。上述军事与经济方面的实际部署, 若不是依据对日本

主攻长江的认识判断, 是难以让人理解的。一些批评论者认为国民

政府在上海长江方向没有明确的抗战动机,缺乏说服力。

　　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明确判断日军将以长江为主攻方向,这在

当时并不算太高深的预测, 甚至可以说是战略界明眼人的共识。例

如,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,早在 20年代初期,就已经发现日本军界

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异常关注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战事爆发,蒋百

里就提出过要多造汽艇充实水上力量,以便于在该方向同日本对

抗。� 1935年 8月 20日, 蒋介石聘请的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向蒋

提出一份《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》,强调对日作战的战备方向:

“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,首推长江。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

心点直至武汉一带,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, 即范围广

大是也,于是直至内地,中国截分为二。”法肯豪森预测日本对关内

的全面进攻将兵分三路:第一路攻击河北至郑州方向;第二路攻击

山东与徐州方向; 第三路“进出长江,攻击首都,沿江向上进至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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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”,并认为该路为日军兵员最多之路。� 后来的战局发展与法肯

豪森的预测大致吻合。而法肯豪森的诸多建议, 包括以四川为根据

地,强化长江防线等,亦为蒋所接受并加以实施。1937年七七事变

之后,曾任过北伐军事总顾问的加伦将军, 也曾自苏联向蒋传送建

议,要蒋注意两大战略方向:“沪为京之门户, 关系国际, 平绥西达

五原,威胁中苏交通, 应注意。”� 在上述诸多讨论分析的影响之

下,蒋介石明确判定日军攻击首都南京溯江西上为其主攻方向并

作出应战部署是完全可能的。

　　那么,关于国民政府的应战方略,即以上述判断日军将主攻南

京长江方向而做出抵抗,应该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呢?对于当时的华

北和华东两大方向战略价值又如何评估呢? 批评的观点认为在上

海大规模抵抗是失误, 应改于华北作更大规模抗战, 因为淞沪战场

不具备“转换全局”的意义, 故应以华北为重心。笔者认为,所谓转

换全局,也就是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转折性变化,它必须具备力量

对比与相应的时空条件。而在当时,华北地区与淞沪地区都直接临

敌,没有足够的可以抵销日本冲击力量的空间, 所以都不具备在大

战初期就可以“转换全局”的条件。后来的实践证明, 由蒋百里率先

提出的以“三阳”(洛阳、襄阳、衡阳)一线为国防线,是比较实际的。

　　对于长江方向特别是上海的战略价值绝不能低估。可以毫无

夸张地说,上海是日本对华扩张必争之地。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,

首都南京门户,也是当时东方最大城市和经济金融中心。从东亚战

略地理角度观察,上海居于大陆海岸线中端, 与日本九州岛、冲绳

及台湾殖民地隔海相望,处于这一弧形岛链的焦点位置。故上海是

中国沿海举足轻重的战略要点。故此,中国在上海和长江一线作坚

决抗战,是完全应该的,必然的。当时任国民政府大本营参谋部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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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组长的刘斐总结说: “上海一战, 对于整个抗日战争不仅是必要

的,而且有很大的价值。首先,上海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,有

利于全国总动员;其次, 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,上海抗战可以扩大

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;第三, 上海是国际观瞻所在,在这里进行

坚强的作战, 可以正国际间对中国的视听;第四, 打乱了敌人的作

战计划,争取了主动;第五, 上海是我国工商业中心, 群众觉悟程度

高,群众运动的影响可以振奋全国;第六,可掩护沿海各省工业、物

资向远后方撤退。”�

　　笔者认为,在全面战争业已爆发的形势下, 日本攻上海入长江

之举,不是有无问题,而是早迟问题。如果没有淞沪方面长达三个

月的坚决抗战,让日本主动选择时机实施既定计划, 沿长江深入,

中国必将面临更大的战略被动。这是评估国民政府应战方略是否

正确的不可忽略的基本点。

　　中国军队在长江与淞沪地区所作一年多的顽强抗战, 打破了

日本的速决企图, 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, 更挫败了日军沿长江西

进的既定战略。百万日军被迫扩散于旷野巨川之间,进退维谷。完

全可以说, 两军胜负的天平, 是在长江水道面前显示出了最后结

论。

(作者单位: 北京大学历史系)

(责任编辑: 荣维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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